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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后的思考——基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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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辑的立意是受《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孙志涛、秦

潇雨之托，向国内读者介绍新书《为增长而规划：中国城市

与区域规划》。因为国内的学术批评较少，本人愿意以此作

为靶子进行尝试，请诸位学者对国际上的中国研究提出一些

批评乃至批判，希望能够在国内的城市规划学界倡导一种批

判性思考的学术精神，从而革故鼎新，推动城市规划领域的

学术发展。基于这样一种思考，本专辑特别邀请了几位国内

一流的规划师和规划学者提出批评，以推动国内学界的学术

批评。明确了这个立意，编辑部还特别向作者们说明希望书

评不局限于介绍，而要提出不同意见。现在所辑录的书评，

提出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批评。这些批评，使得本次活动富有

实际意义，作为该书作者，本人亦深感欣慰。

首先非常感谢国内同行对该书的肯定，诸位在评述中

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为了方便读者，本导读对书评加以梳理、

综合，并反思该书的写作得失。本书原标题是《中国城市与

区域规划》，意在跟随并扩展彼得 · 霍尔的《城市与区域规

划》一书，采取有一说一的解说方式，不局限于用单一的

理论视角统领规划实践和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与

区域规划》是规划史的辅助读本。而在写作《中国城市与

区域规划》一书的后期，我在思考为什么读者要了解中国

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对于国内读者而言，他们所了解和掌

握的知识可能远远超过作者。而对于英语读者而言，要掌

握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纷繁芜杂的具象脉络实属不易。这

就要求本书大胆地采用远观的写作方式，加上了“为增长

而规划”的主标题。虽然这样的视角可能引发潜在的谬误，

但考虑到作者在海外工作，有地域局限的借口，可以不惜抛

砖引玉。而西方的政治经济分析视角，也为文书提供了便利。

并且，近年来英语学界汗牛充栋的中国城市研究也提供了

良好的研究基础。

然而这种高度概括的方式，虽然辅之以众多的案例，但

确实带来一些问题。首先，书中的基本概念模糊，前后不完

全一致。“增长”、“发展”和“现代化”是不同的概念，而

所谓的“增长机器”更有其特殊的北美地方政治的渊源，试

图用这些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宏大历史是错误的。实际上我

也意识到这样的错误，在书中不断予以修正，但是并不是

非常成功。其实，我更多地是采用比较姿态（comparative 
gesture），而不是将增长机器的理论运用到中国。我的兴趣

在于理解中国的规划，而不是为理论做贡献。这些试图打通

各个历史阶段的内在联系的尝试和努力是可嘉的，但是并不

十分成功。就本质而言，本书并不是一本真正的规划历史类

书籍。

规划的增长主义是在 1990 年代特定的发展环境下形成

的，是否会随着增长模式的终结而消失，仍有待观察。而规

划师为国家现代化所作出的努力，似乎贯穿于各个时期。因

而区分“增长”和“发展”十分必要和重要。虽然规划适应

了中国的市场环境，为土地经营和地方营销而服务，成为其

有效工具，但是规划的内容和过程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工

具论”。从研究风格上，虽然笔者试图摆脱西方理论的范式，

并在最后的论点中，对增长机器理论予以修正，但实际上仍

然受到了简约化思路的影响。甚至从根本上说，中国的规划

不是单纯的为了增长，而是与特定国情下的宏观政治息息相

关。在本书的结尾中，增长的概念被突破了，笔者特别大胆

地抛出“为增长而规划不等同于为市场而规划”的观点，实

际上否定了“增长机器”一说。

其次，“如何从价值上公正地认识和评价中国城市规划

所起的作用”？除了指出增长在特殊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外，作者：  吴缚龙，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规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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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京祥和陈浩还认为，中国规划有更多元的内涵主题，规划

客观上推动了城乡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过程。陈小卉强调要

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规划，规划引领了日新月异的城市建

设，引导了“现代化城市的有序建设”。规划不仅促进发展，

也起到了控制作用，“规划正是发挥了利益协调平台的作用，

促进了各个部门利益以及公众利益在空间上的统筹协调”。

王红扬则从哲学的深度，指出政治经济视角的局限，认为规

划不是也不可能服务于单一的目标。他从“整体性”的视角

判断，规划是取得“整体最优”的努力。事实上，结合下面

关于选取案例的局限来讲，如果选取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等

更为宏观的国家性开发项目，可能能够更为全面地显示规划

的整体性。资本（特别是土地资本）运作是规划所考虑的众

多因素之一，正如书中引用所提及，规划师通常对经济运作

考虑不足，更不可能只是为经济增长而服务。虽然书中引用

提及了很多规划工作者和规划相关人士的言论，但是并不确

定这些访谈和言论的代表性。

再者，案例选取是否具备代表性和全面性？当时选取

案例时的考虑是“便捷性”，是作者相对比较深入了解的案

例，以便讲出数字表象下的故事，这样更多的是“管中窥

豹”，是否因此就出现“盲人摸象”的问题？作者当时选取

案例的“随意性”，其实就是不想看重成功案例，就像城市

研究者不应仅关注“主街”一样。但是，选材或许还是会导

致片面的结论。陈小卉指出选取花桥而没有选取苏州工业园

是个遗憾。马向明建议选取浦东新区、深圳特区、苏州中新

工业园的案例，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国现代规划的宗旨和

过程。他进一步指出，规划有其自身的逻辑，比如中国是外

向型经济，是资本的输入地，需要“空间生产”，引发城市

规划的实际需求，安排生产空间。进一步讲，中国正经历着

快速城市化，人们有着强烈的改善生活环境的需求，因而也

促进了城市建设，需要城市规划，对规划有实际的、客观的

需求。而本书在这阶段的解说中，过于强调政府的地方营销

行为，认为规划为政府服务、体现政府的发展意志。但是因

为外向型经济的缘故，规划发展经济的同时似乎也为输入的

“资本”服务。后者更接近哈维的观点，即政府的能力有限，

不得不借助于市场之力。但是，如果采取更为彻底的“比较

姿态”，是否资本运作的逻辑只是更多地附属于经济活动过

程中，而不是主导规划的首要目标，即用这种以资本运作的

逻辑来通观古今的做法是否混淆主次、以偏概全？这就回到

了王红扬的“整体性”疑问，即规划过程是否从属于单一逻

辑？陈宏胜和李志刚建议要扩展到观察规划的全过程，即目

的、立项、编制、公示、实施等全过程，特别是其中不同利

益或群体的博弈。虽然本书描述了规划的“政治”，似乎受

到了增长机器理论的启发，但是总是采纳单一解释的姿态

（实际上混淆了若干单一解释，即资本逻辑的解释和国家现

代化的解释），没有科学地把握规划的政治过程。从而背离

了增长机器对政治经济研究的修正。然而实际上，本书在背

离增长机器的解释之后，未能构建新的基础理论范式。

最后，如何探索规划的重构之路？张京祥和陈浩认为，

《为增长而规划》是对中国此前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个历

史性总结。但是，更为有意义的是，要从过去看到未来。从

微观的尺度上，他们已经看到了规划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认为规划的公共参与显示了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确实，如

陈宏胜和李志刚所述，如果全方位观察规划过程，或许能够

更加清晰地显示规划的复杂政治。也正因为如此，《为增长

而规划》所述的历史遗产还远未结束，规划的“公共性”依

然值得考量。而本书关于公共性缺失的几种可能性解说就值

得进一步探索。政治经济解说的最新发展认为，资本的逻辑

导致“去政治化”，挑战规划的民主政治过程。但是，这种

解说过于片面。资本的逻辑存在，但是，就如所有的评述人

所看到的，这不是规划的全部。造成公共性缺失的，不仅是

增长主义的逻辑，还需要更为深入地了解政治过程。

因为简简单单地采用“增长”一词，导致本书整体结

论的混乱，这是非常遗憾的。笔者在 2000 年的一篇广为引

用的关于上海全球化的论文中就指出，中国建设“全球大都

市”有全球化和地方性的双重维度，并不仅是因为经济全球

化、外资流动、向具备“市场化”的地方 ( 全球城市 ) 流动

这样的单一维度。全球城市是“国家的工程”，而比较深刻

地解读该文的西方引用者，认为该文实际上是对（西方）“城

市的企业化治理”的反证。同样的，本书实际上叙述的是一

个“不是为了增长而规划”的故事。狭义的增长（如土地财

政）是特定历史、特定体制下的表象，可以得到迅速瓦解和

修正，而本书所描述的纵贯历史的规划活动具有历史的延续

性。从这个角度看，本书确实不是一本关于规划史的书。

在虚心接受众多中肯的评述之后，笔者还是很高兴地回

顾并认为，本书写作完成了初衷——写作过程轻车熟路，非

常愉快，不像写杂志论文那样，总觉得有匿名评审的干扰。

而写出来的书并不是很枯燥，各路读者各取所需，展开思考，

各抒己见。其中一个原因概因笔者当初是在答应出版社写作

之后三年才开始动笔；其二，本书的定位是写一本“小书”，

虽然采用了一个现在看起来值得商榷的“高视角”。

（本文编辑：秦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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